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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产业结构降低碳排放强度的国际比较及经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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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研究发达国家通过调整产业结构降低碳排放强度，对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具有参考价值。本文以主要发达国

家为研究对象，剖析碳排放总量、人均碳排放、碳排放强度、产业结构变化特征，据此获得调整产业结构降低碳排放强度的

经验启示。自 1965 年以来，通过产业转移、科技创新、服务业升级，发达国家普遍形成了“脱钩型”产业结构，即支撑经

济增长的同时降低碳排放强度的产业结构，但同时出现了“制造业空心化”的新问题。针对我国产业结构所处的工业化进程

尚未完成、高耗能行业占比较大等现实国情，研究建议积极培育新能源等新兴产业，发挥数字经济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中的

潜力；坚决防止“制造业空心化”，在确保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前提下统筹协调国内外产业转移，以此推动产业空间布局

优化并促进新发展格局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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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eveloped countries have reduced their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by adjusting industrial structure, which is an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China to achieve carbon peak and carbon neutralization. In this article, we analyze the changes of total carbon emission,  
carbon emission per capita,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in major developed countries, thus to obtain their expe-
rience regarding adjusting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reducing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Developed countries have generally decoupled 
economic growth and carbon emissions since 1965 via industrial transfer,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service industry 
upgrading; however, a manufacturing hollowing problem emerged. Considering the unfinished industrialization process in China and 
the large proportion of high energy-consuming industries, we suggest that China cultivates emerging industries and develops digital 
economy to optimize and upgrade its industrial structure. Additionally, it should further strengthen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coordinate industrial transfer in China and abroad while ensuring the security of industrial and supply chains, thereby optimizing the 
spatial layout of industries and forming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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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在工业化进程中，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变化具

有相似规律：随着经济增长，农业占比不断下降，

工业占比先上升后下降，服务业占比不断上升 [1]；
碳排放变化也有类似规律：随着经济增长，碳排

放水平首先快速增长，然后进入峰值平台期，进

而开始下降。碳排放随着经济增长呈现的这种倒

U 型变化即为环境库茨涅兹曲线，引导和推动了

发达国家的绿色转型实践。20 世纪 70 年代能源

危机发生后，发达国家出于能源安全、环境保护

的需要，不断调整产业结构、积极开展节能减排、

大力发展绿色技术，基本实现经济发展与碳排放

“脱钩”，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不断降低碳排放

水平 [2]。
2020 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

14 万亿美元（世界第二位），碳排放量达到 1×1010 t
（世界第一位）。从经济增长和碳排放的关系看，我

国碳排放还没有达峰，经济增长与碳排放尚未“脱

钩”，未来数年碳排放总量仍将随着经济增长而进

一步增加。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存在的差异性，反

映了我国在发展阶段、发展质量方面的滞后，主

要原因是产业结构存在明显不同。长期以来，煤

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占我国一次能源消费

的 85%；产业结构的重化工业特征显著，工业能

源消费的碳排放占全国能源消费碳排放的 65%，钢

铁、建材、石油化工、有色、电力等高耗能行业的

能源消费占据了工业能源消费的 75%。我国提出了

2030 年前实现碳达峰目标、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

愿景，要如期实现两大任务，必须深度调整产业结

构，建立现代绿色低碳产业体系。

产业结构问题较为复杂，不仅涉及三次产业占

比、行业结构变化、产品结构优化，还包括产业空

间布局、区域协调发展；产业之间相互依赖、“牵

一发动全身”，若不审慎处理可能会对经济社会的

正常运行造成不利影响 [3]。研究先发国家调整产

业结构降低碳排放强度（“调结构降强度”）的经验

做法，对我国科学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具有参

考价值。本文依托中国工程院咨询项目，以世界主

要国家为研究对象，围绕碳排放总量、人均碳排放、

碳排放强度、产业结构 4 个变量（文中所用碳排放

数据源自 BP 世界能源统计，GDP、人口数据来自

世界银行，强度计算按 2005 年不变价计算），总

结“调结构降强度”的国际经验，结合国情背景

研判调整产业结构面临的问题并针对性提出对策

建议，以期为后续的碳达峰、碳中和实践提供基

础参考。

二、主要国家碳排放总量的依次达峰模式

一个国家的碳排放总量是衡量这个国家碳排放

总体规模和水平的指标，与这个国家的工业化、城

镇化进程紧密相关。比较不同国家碳排放总量的变

化趋势可以发现，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都存在

依次达峰的特征，这与工业化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

国家传播并扩散有关，反映了不同国家经济发展的

阶段及质量。本文选取英国、法国、德国、美国、

加拿大、日本、韩国 7 个主要发达国家作为研究对

象，还选取中国、印度两个主要发展中国家参与对

比分析。这 9 个国家的 GDP 均进入世界前十位，

2020 年 GDP 总量合计占世界的 65.8%，碳排放总

量之和占世界的 61.3%。

自 1965 年以来，发达国家的碳排放量基本达

到峰值，而发展中国家的碳排放量仍在增长（见

图 1）；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将相继实现碳达峰：

从英国开始，经过法国、德国、美国、加拿大、日

本、韩国，再到中国、印度，不同国家碳排放峰值

出现的时间依次延后。欧洲的英国、法国、德国等

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前就达到峰值，北美洲的美国、

加拿大在 2010 年前后达到峰值，两者相差约 30 年；

亚洲的日本、韩国等在 2020 年前达到峰值，较欧

美有所滞后。相比之下，发展中国家的碳排放仍

在增长，如中国将要跨过快速增长阶段转向平台期

（2030 年前达峰），印度的碳排放仍处于快速增长阶

段（达峰时间晚于中国）。世界碳排放依次达峰模

式的出现，主要原因有以下两方面。

一是产业结构变化导致碳排放存在阶段性变

化，这种分阶段的变化表现为“增长期 – 峰值期 –
下降期”过程；前者是原因，取决于经济发展的内

在规律；后者是结果，归因于产业结构的先行调

整。可以认为，碳排放达峰是由经济发展的内在规

律决定的。以日本为例 [4~12]，20 世纪 60 年代之



024

调整产业结构降低碳排放强度的国际比较及经验启示

前经济发展经历了战后恢复期，纺织业占据主导地

位，相应碳排放增速较缓；20 世纪 60 年代之后，

钢铁、汽车成为主导产业，在主动控制纺织业规模

并对外产业转移之后，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导致煤

炭、石油等化石能源消费和碳排放快速增长；20 世

纪 70  年代之后随着能源危机的出现，出于能源安

全、环境保护的需要，着力推动经济绿色转型，将

低消耗、高附加值的机械制造业、电子信息产业作

为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通过产业转移、节能减排、

钢铁行业实施合理化计划等措施来持续调整产业结

构，推动化石能源消费、碳排放量转入峰值平台期。

二是全球工业化进程的“雁阵模式” [9] 引导不

同国家碳排放依次达到峰值。全球工业化进程极不

平衡，在一些发达国家进入后工业化时代的同时，

一些发展中国家仍然处于农业时代而并没有完成

工业化，重要原因就是工业化始终沿着特定路径

传播而不是在全球同步进行。工业化的传播扩散

路径从英国开始，然后蔓延到法国，德国、俄国、

美国、日本，之后是东南亚、韩国、中国、印度

等国家和地区，至今这一进程仍在进行之中。与

之对应，不同国家的碳排放达峰也沿着特定的路

径依次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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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主要国家碳排放的时间历程（1965—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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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国家人均碳排放比较及变化特点

（一）发达国家普遍高于发展中国家

从主要国家 1965—2020 年人均碳排放的变化

情况（见图 2，蓝色线、绿色线在红色线上面，其

中韩国是新晋发达国家）来看，美国、加拿大位于

15 t CO2 的水平，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为 7~15 t 
CO2；中国从 0.68 t CO2 增加到约 7 t CO2；印度缓慢

增加至 1 t CO2。从人均碳排放峰值看，美国处于最

高水平（1973 年的 22.5 t CO2），约是 2020 年中国人

均碳排放水平的 3 倍。在 2030 年前碳排放实现达峰

的目标，“十四五”“十五五”时期推进低碳发展力度

持续加大，都决定了未来我国碳排放水平不会超过 
10 t CO2 / 人 [13]。合理预计，我国人均碳排放峰值

水平有可能在 2030 年前达到 9 t CO2（相应的碳排

放峰值水平达到 1.3×1010 t CO2），随后开始进入下降

通道。这一水平与日本、法国较为接近。整体来看，

目前发展中国家人均碳排放水平普遍低于发达国家，

随着气候变化形势日益严峻、《巴黎协定》的推进

实施，未来发展中国家人均碳排放峰值水平超越发

达国家的可能性较小。

（二）欧洲国家开始深度下降，北美国家进入下降

阶段，亚洲国家仍在上升

从区域看，人均碳排放水平表现出了较大的

差异性。英国、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的人均碳

排放水平进入了深度下降阶段；在半个世纪内，

英国从 13 t CO2 / 人的峰值水平下降到 2020 年的 
4.7 t CO2 / 人，法国从 9.8 t CO2 / 人下降到 2020 年的

3.7 t CO2 / 人，德国从 14.1 t CO2 / 人下降到 2020 年
的 7.2 t CO2 / 人。北美洲国家的人均碳排放进入

了下降阶段，美国从 1973 年的 22.5 t CO2 / 人下降

到 2020 年的 13.4 t CO2 / 人，加拿大从 1977 年的 
18.3 t CO2 / 人下降到 2020 年的 13.5 t CO2 / 人。亚洲

国家的人均碳排放水平出现分化，但整体仍呈现上升

趋势；日本从 1973 年的 9.2 t CO2 / 人下降到 2020 年
的 8.1 t CO2 / 人，韩国从 2018 年的峰值水平 12.5 t 
CO2 / 人下降至 2020 年的 11.1 t CO2 / 人，中国、印度

的人均碳排放仍在上升。导致上述现象的重要原因

是数十年来欧洲、北美洲、亚洲区域的产业结构调

整，尤其是亚洲正在逐步替代欧洲、北美洲成为世

界最大的制造业中心。

（三）发达国家存在“美加模式”“欧日模式”

不同的发达国家具有不同的能源资源、支柱产

业、居民消费特征，美国、加拿大（“美加模式”，

见图 2 中的蓝色线）人均碳排放水平是以欧洲国

家、日本（“欧日模式”，见图 2 中的绿色线）的 
2 倍，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有三方面。一是能源资

源禀赋不同，美国、加拿大拥有丰富的能源资源，

而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的能源供给高度依赖国

际市场；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因能源安全、节能

环保的需要，资源节约型国家注重绿色转型，显著

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二是居民生活方式不同，美国

人口占世界的 5%，而耗油量占世界的 25%；美国

的居民生活方式导致家庭碳排放总量显著高于世界

平均水平，如家庭洗完衣服后主要采用干衣机烘干

（消耗电力），平均每户汽车拥有数超过 1 辆（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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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主要国家人均碳排放量的变化情况（1965—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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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三是可再生能源使用的不同，欧洲国家普遍

重视发展可再生能源，如法国的核电、德国的光伏、

挪威的水电、丹麦的风电；通过持续提高可再生能

源的占比，更快实现了能源与碳排放“脱钩” [14]。

四、 主要国家碳排放强度变化及其内在产业

结构根源

碳排放强度指单位经济增加值的 CO2 排放，是

衡量经济发展质量水平的重要指标。从碳排放强度

指标看，发达国家的发展质量普遍高于发展中国家。

引导碳排放强度下降主要有三大因素：技术进步引

起的能源资源利用效率提高，增加可再生能源使用

比例以减少化石能源消耗，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本

研究重点关注产业结构与碳排放强度的关系。

（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碳排放强度均在

下降

主要国家的碳排放强度呈现下降趋势（见图 3）。
例如，英国从 1965 年的 8.0 t CO2 / 万美元下降到

2020 年的 1.2 t CO2 / 万美元（降幅为 85%）；法

国从 1965 年的 4.2 t CO2 / 万美元下降到 2020 年的 
0.9 t CO2 / 万美元（降幅为 78%）；美国从 1965 年

的 8.5 t CO2 / 万美元下降到 2020 年的 2.5 t CO2 / 万

美元（降幅为 70%）；中国从 1965 年的 36.4 t CO2 /
万美元下降到 2020 年的 8.4 t CO2 / 万美元（降幅为

77%）。按照 2020 年的数据，我国碳排放强度仍明

显高于发达国家；每创造万美元 GDP，我国排放的

CO2 分别是法国、英国、德国、日本的的 9 倍、7 倍、

5 倍、5 倍。碳排放强度也存在峰值，一般出现在

工业化前期、人均 GDP 水平较低阶段（如图 3 中

的印度）；达到峰值以后进入漫长的持续下降阶段，

越到后期下降的难度越大，需要在节能减排、技术

进步、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等诸多方面协同发力。

（二）碳排放强度下降与产业结构调整的表现：“脱

钩型”产业结构

按照定义并进行推导，碳排放强度也可视为人

均碳排放与人均 GDP 的比值。为此，碳排放强度

下降需要降低人均碳排放水平或提高人均 GDP；如

果能够在提高人均 GDP 的同时还能不断降低人均

碳排放水平，那么碳排放强度将会快速下降。这样

的经济发展阶段就是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脱钩”

阶段，相应增长方式依赖所形成的特定产业结构。

由图 4 可知，在英国、法国、德国、美国、加

拿大、日本，随着人均 GDP 的提高，人均碳排放

水平持续降低，实现了经济增长与碳排放“脱钩”，

即具有“脱钩型”产业结构；而在韩国、中国、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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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主要国家碳排放强度的变化趋势（1965—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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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人均碳排放水平随着人均 GDP 增长而上升，

表明经济增长同碳排放尚未完全实现“脱钩”。是

否“脱钩”是经济发展在碳排放达峰后能否深度

脱碳的关键，依赖“脱钩型”产业结构的形成。

比较不同国家的经济增长模式可以发现，采取“调

结构降强度”尤为重要；“脱钩型”产业结构既能

推动经济增长，也为降低碳排放提供了可行性，

既不以牺牲经济增长来降低碳排放，也不以牺牲

环境为代价来增长经济。近期，受包括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疫情在内的多方面因素影响，我国出现了 

“煤价急涨”“拉闸限电”等情况，对经济社会的

正常运转造成不利影响。究其原因，现有偏“重”

的产业结构、偏化石能源的能源结构共同决定了

整体经济增长与碳排放尚未实现“脱钩”。对于这

种情况，经济增长与碳减排之间存在较大张力，

如不能系统全面并统筹协调推进碳达峰、碳中和

行动计划，而是采取“一刀切”的政策举措，必

然进一步放大这种张力，进而干扰经济社会的稳

定运行。

发达国家普遍进入了经济增长与碳排放“脱

0

2

4

6

8

10

12

14

0 2 4 6

人
均
碳
排
放
量

/t 
C

O
2

人
均
碳
排
放
量

/t 
C

O
2

人
均
碳
排
放
量

/t 
C

O
2

人
均
碳
排
放
量

/t 
C

O
2

人
均
碳
排
放
量

/t 
C

O
2

人
均
碳
排
放
量

/t 
C

O
2

人
均
碳
排
放
量

/t 
C

O
2

人
均
碳
排
放
量

/t 
C

O
2

人
均
碳
排
放
量

/t 
C

O
2

（a）英国

0

2

4

6

8

10

12

0 2 4 6

（b）法国

0
2
4
6
8

10
12
14
16

0 2 4 6

（c）德国

0

5

10

15

20

25

0 2 4 6

（d）美国

0
2
4
6
8

10
12
14
16
18
20

0 2 4 6

（e）加拿大

0

2

4

6

8

10

12

0 2 4 6

（f）日本

0

2

4

6

8

10

12

14

0 2 4
人均GDP/万美元 人均GDP/万美元 人均GDP/万美元

人均GDP/万美元 人均GDP/万美元 人均GDP/万美元

人均GDP/万美元 人均GDP/万美元 人均GDP/万美元

（g）韩国

0
1
2
3
4
5
6
7
8

0 0.5 1

（h）中国

0

0.5

1.0

1.5

2.0

0 0.1 0.2 0.3

（i）印度

图 4  主要国家人均碳排放与人均 GDP 的变化关系



028

调整产业结构降低碳排放强度的国际比较及经验启示

钩”的发展阶段，表现为随着经济增长，碳排放总

量逐步减少；发展中国家仍处于经济增长与碳排放

未“脱钩”的发展阶段。出现这一状况的原因在于，

发达国家生产单位经济增加值的碳排放量远低于发

展中国家。基于发达国家人均碳排放水平普遍高于

发展中国家的前提，发达国家碳排放强度低的主要

原因是其生产率（即人均 GDP 水平）远高于发展

中国家。影响生产率的关键因素是经济体系的技术

水平，主要通过产业结构表现出来。可以认为，发

达国家碳排放强度持续下降的深层原因在于，通过

产业结构调整来显著提升生产率水平，进而将碳排

放强度维持在较低的水平，以此实现经济增长与碳

排放的“脱钩”。

（三）产业结构调整与碳排放强度变化的关系：以

美国为例

产业结构包括三次产业结构（农业、工业、服

务业之间的比例关系）、产业内部的行业结构（如

高耗能行业占工业经济的比重）、产品结构（如钢

铁行业长材与板材的比例关系，电力行业火电与水

电的比例关系）、产业空间布局等。为突出重点，

本文聚焦美国三次产业结构、行业结构、产品结构

的变化对碳排放的影响，分析相应产业结构与碳排

放强度变化的历程。

1. 调整三次产业结构

1965—2020 年，美国基本实现了从工业时代向

后工业时代的跨越，低消耗、低排放的服务业在经

济活动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而高消耗、高排放的制

造业占比持续下降（见图 5）；农业占比从 3% 下

降到 0.8%，工业占比从 33.9% 降低到 17.7%（其中

制造业的对应占比从 25.8% 下降到 10.9%），服务

业占比从 63.2% 提高到 81.6%。与此同时，碳排放

强度从 8.4 t CO2 / 万美元下降到 2.5 t CO2 / 万美元，

人均碳排放从峰值的 22.4 t CO2 下降到 13.5 t CO2，

基本实现了产业结构的绿色转型 [15~22]。服务业

占比的持续上升、工业占比的持续下降，是推动美

国碳排放强度下降的主要原因。

2. 调整行业结构

高耗能行业是产业结构影响碳排放的关键行

业。美国的高耗能行业占比有保有压，长期稳定在

20% 左右；其中的三大高耗能行业（维持国计民生

的电力等公用事业、石油与煤炭产品、化学产品）

的 GDP 比重长期保持在 2.5% 的水平。也要注意到，

在金属、非金属材料领域，美国不断降低钢铁、有

色金属、建材行业的占比，如非金属矿物产品、初

级金属产品的 GDP 比重从 2.5%（1978 年）持续下

降到 0.6%（2020 年），这与美国的产业链格局有关。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日本、德国的钢铁制造业迅

猛崛起，加之对钢材需求较大的建筑业、制造业在

美国逐渐衰落，共同导致美国钢铁行业的竞争优势

减弱、产能总量降低。对应地，美国集中发展汽车、

航空航天、生物技术、电子信息等高附加值、低消

耗的高端制造业。

3. 调整产品结构

以低能耗、低排放产品替代高能耗、高排放产

品，通过产品结构优化降低能源消耗和碳排放是美

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另一途径。以钢铁行业为例，短

流程电炉钢相比长流程高炉钢可大幅降低能源消费

和碳排放，1970 年短流程电炉钢产量占粗钢总产量

的 20%，这一比例 2000 年提高到 50%、2017 年提

高到 68%。这是因为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的能源危

机促使积极开展节能减排工作，加之同期的城镇化

率达到 73.9%，基本完成的城镇化进程提高了钢材

保有量并提供了废钢原料。

4. 实施产业转移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建立了比较完整的

工业体系，随后通过扶持德国、日本的经济发展，

开始了面向全球范围、长期持续的产业转移过程。

转移的产业顺序是从纺织业开始，逐步拓展到钢铁、

机械制品、电子制品等行业；转移的对象国家和地

区先有后德国、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东南亚、

中国大陆等。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国际形势的变

化为美国构建全球生产网络、发展全球统一市场创

造了便利条件。

5. 发展电子信息产业

信息技术带动的电子信息产业成为数十年来美

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力量，随着军用电子信息技

术拓展应用到民用领域，电子信息服务业占 GDP
的比重持续上升（1950—2020 年，从 2.8% 上升

到 5.5%）。电子信息产业的快速发展与美国等发达

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过程“同行”，不仅带动了

金融、物流、信息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大发展，

还通过自动化、信息化、数据化、网络化为诸多

行业的升级转型提供了关键支撑和使能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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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国际经验总结与发展启示

（一）调整产业结构降低碳排放强度的国际经验

1. 发展新兴产业、加大科技创新可引导产业结

构调整

发达国家高度重视科技创新、新兴产业的引导

作用，突出比较优势差异，产业分工有所侧重。例

如，美国注重发展电子信息、航空航天、生物技术

等产业，日本强调汽车制造、电子信息、新材料产

业的发展，德国将机械、化工等产业视为重点，法

国积极发展航空、核能等产业。生产性服务业在产

业结构调整、产业升级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随

着发达国家进行产业转移，发展中国家的研发、物

流、金融、商务等生产服务业持续壮大，既降低了

自身碳排放，又推动了自主产业的转型升级 [23]。
2. 优化产品结构是产业结构调整的有效举措

发达国家在降低碳排放强度的过程中普遍进行

产品结构优化以提升行业竞争力，因与各国的比较

优势有关而没有统一模式。例如，美国大幅削减了

钢铁、建材、有色金属等产能，仍大量保有石油、

化工类产品的产能；在钢铁行业内部，大部分工艺

采用以废钢为原料的短流程电炉钢，显著降低了行

业能耗水平。不同于美国，日本仍然拥有大量的钢

铁产能，但产品主要是汽车等高端产品所用的板材，

而建筑用长材较少；钢铁产能与本国下游的汽车、

工程机械等产品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

3. 产业转移是调整产业结构的重要途径

发达国家普遍通过对外转移高耗能、高排放的

工业和制造业来降低碳排放强度。这一过程主要发

生在 1947—2008 年 [23~25]，其间世界经济发展格

局由发达国家主导；尤其在冷战结束后，欧美国家

扎实的工业基础、美国主导的全球地缘政治格局、

信息技术引领的科技产业创新浪潮、刚刚萌发的全

球气候治理体系等因素，都十分有利于对外转移高

耗能、高排放行业，兼顾经济安全保障和碳排放强

度降低。

4. 电子信息产业带动关联产业升级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展起来的电子信息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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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战后随着战略对抗需求而进一步发展，通过军

民功能结合逐渐形成产业链。随后受计算机、互联

网技术的驱动，发达国家的电子信息产业迅猛发展，

不仅自身的发展直接优化了整个产业结构，还通过

电子信息产品支持了其他行业的升级改造，有力

促进了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例如，数十年来电子

信息产业带动了美国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

的快速发展，成为打造全球统一市场、占据价值

链高端位置的关键依托；互联网技术、“信息高速

公路”建设，促进了交通、金融、娱乐等生产性和

生活性服务业的长足发展。

5. 降低制造业占比是产业结构调整的“双刃剑”

以美国、英国为代表，发达国家经历了制造业

长期且持续的下降过程（有效促进了服务业发展），

但 2008 年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普遍意识到制造业

是经济发展的根基、产业创新的源头，因而纷纷

提出“再工业化”战略 [26~29]。相关国家十多年

的“再工业化”过程证实，制造业一旦流失，恢

复起来异常艰难；制造业流失在短期内有效降低

了碳排放强度，但从长期看侵蚀了一国经济的发展

潜力，不利于经济高质量、可持续、自主性发展。

（二） 我国调整产业结构降低碳排放强度面临的

挑战

1. 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尚未完成

从需求角度看，主要发达国家在碳排放达峰

时的人均 GDP 大都超过 2 万美元甚至 3 万美元，

同时城市化水平超过 70%；如美国在碳达峰时

（2007 年）的人均 GDP 为 5 万美元，城市化率为

81.4%。2020 年，我国人均 GDP 约为 1 万美元，常

住人口城镇化率为 63.9%；到 2030 年前实现碳达

峰时，我国人均 GDP 可能不到 2 万美元，城镇化

率约为 74%。可以发现，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

成熟度较低，再加上较大的人口规模，决定了碳

达峰、碳中和过程中的高耗能产品（如钢铁、水泥）

需求将大于发达国家，人均收入水平会小于发达

国家。这种发展阶段的制约会增大产业结构调整

的难度。

从生产角度看，2008 年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我

国制造业占 GDP 的比重从 32.12% 下降到 2020 年

的 26.18%，制造业占比的快速下降不利于实现制

造强国战略、巩固实体经济发展根基。尽管发达国

家制造业占比因产业转移而不断降低，同步伴随着

碳排放强度的下降，成为“调结构降强度”的有益

经验，然而鉴于我国国情，要稳定制造业占比、筑

牢实体经济根基、走制造强国之路，就要在确保制

造业占比稳定、工业体系完整度不被破坏的情况下

开拓新的工业化道路。相关差异性导致我国“调结

构降强度”的难度会大于发达国家。

2. 高耗能行业规模总量大、能源消耗占比高

我国高耗能行业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约为

30%，同时高耗能行业占工业能耗的比重约在

70%，工业内部产业结构的不平衡直接导致较高的

碳排放强度。受技术水平限制，在我国生产的主要

产品中，单位产品碳排放强度大的产品，其总量、

占比均大于发达国家，而且这些产品仍是当前我国

多数地区经济发展的支柱性、主导性产品。在发展

路径技术水平受限的条件下，要大规模地降低高耗

能行业的产能产量、大幅度地提升高附加值产品的

产能产量，仍存在较多制约因素，也就成为产业结

构调整的难点。

3. 区域发展不平衡现象较为突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形成了资源能源主要

在中西部地区、市场主要在东部地区的发展格局，

由此产生了较为突出的西部和东部地区、北方和南

方之间的发展不平衡现象。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发

展阶段明显滞后、人均 GDP 水平不高，碳排放强

度大约是东部地区的 4 倍，相应碳排放达峰的挑战

也更大。从资源禀赋看，西部地区和北方拥有丰富

的“风、光、水”等可再生资源，为碳达峰、碳中

和目标下实现能源转型，推动东部向西部、南方向

北方的产业转移，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并缩小区域

贫富差距带来了新的机遇。也要注意到，西部地区

和北方水资源缺乏、生态环境承载力弱，仍然制约

产业的发展与调整；从深层、底层着手，逐步改善

西部地区和北方的生态环境，为提升产业的环境承

载力拓展空间，进而优化人口、资源、产业的整体

布局，降低国土空间利用的碳排放，仍是后续产业

结构调整的重点。

4. 科技创新基础有待加强

科技水平是支撑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基础，实

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对科技创新提出新的更高要

求。我国现有大量的绿色低碳技术，主要源自发达

国家的引进和借鉴，相比之下自主创新与应用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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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较为薄弱；支撑碳达峰、碳中和的绿色科技在基

础研发、示范推广、标准体系等方面还存在系统性

不足。当前，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取得较大成绩，但

相比发达国家根基还不够扎实，如芯片、操作系统、

行业软件等许多信息技术的基础要素还较多依赖进

口；利用数字经济“调结构降强度”的产业根基不

扎实，产业风险有待化解。

（三）启示与建议

1. 积极发展基于科技创新的新兴产业

鼓励科技创新、发展新兴产业是发达国家产业

结构调整的成功经验。科技创新是当前我国经济发

展的短板，强化基础和应用创新能力，壮大新能源、

新能源汽车、新材料、节能环保等新兴产业，更好

发挥其在结构调整中的引导与示范作用，为降低碳

排放强度创造直接条件。合理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做

法，通过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来积极推动新兴产业发

展，为产业结构优化调整进而实现远期的碳中和目

标提供重要基础和动力。

2. 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在产业结构调整中的潜力

着力发展信息产业，以此带动国民经济产业

结构的整体优化升级，这一经验在美国尤为突出。

我国应加快推进以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

工智能、第五代移动通信、虚拟现实、数字孪生

为代表的新一代数字技术，与农业、工业、服务

业进行深度融合；通过发展新技术、新产业、新

业态、新模式，改变相对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管理

模式，促进供需精准匹配，技术性支持“调结构

降强度”。

3. 统筹协调国内外产业转移，优化产业空间布局

通过产业转移来调整产业结构，是发达国家

“调结构降强度”的成功经验。我国钢铁、建材等

重化工业的产能规模巨大，在没有颠覆性技术出

现的情况下，保持如此体量的重化工业难以实现

碳中和目标。在确保制造业占比稳定和产业链供应

链安全的前提下，应控制高耗能产业的本土盲目扩

张，适当进行面向国际的产业转移并践行绿色环保

责任，有利于统筹国内国际产业布局，积极打造新

发展格局，支持实现碳中和目标。

4. 坚决防止“制造业空心化”

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调整普遍存在制造业占比

下降、“去工业化”“产业空心化”等问题，2008 年

金融危机爆发以后相关弊端得到深刻认识并经由

“再工业化”战略予以修正。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发

育时间短、发育不充分，工业化成熟度有所不足，

相较早就完成工业化的发达国家而言更容易出现制

造业占比过多、过快下降的不利局面。为此，应保

持高度的战略定力，保持发展实体经济的决心和举

措，坚定不移地走制造强国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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